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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预警与应对

———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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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群体性突发事件与网络舆情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群体性事件的

发生和网络舆情的演化，都具有相似的从群体认同、群体比较、群体极化、群体迷思到削弱社会控制和发

生社会侵犯的心理动力学过程。对于作为群体性事件 “助燃剂”的网络舆情，可以做出概率预警。舆情预

警与应对，不能伤害民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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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事件，是指由社会性或偶然性因素引发的，有一定规模的人群参加的，正在或已经产生了破

坏社会生产或公共生活秩序等严重后果，必须予以及时处置的公共安全事件。群体性事件对于处置责

任方尤其是地方政府而言，具有很强的突发性，应对稍有失当，后果往往不堪设想。

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在１９９４年前后即已出现，是随着社会发展过程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以及各

种局部矛盾的累积而发酵出来的。而大约从１９９５年开始，互联网络作为一种舆情传播手段，得到了越

来越广泛的应用，因此网络舆情与群体性突发事件这一现象，在时间上有着很强的相关性。近几年来，

群体性事件依然处于高发期。当群体性事件不再是单纯的 “群众性闹事”或 “治安事件”，而越来越成

为民众集体地表达利益诉求或发泄社会情绪的一种极端的方式，并越来越在互联网络、手机短信或微

博上激起持续的发酵与震荡时，理应予以空前的重视，并寻求预警和化解之道。

一、群体性事件频发是群体间差距过大的一个指示器

根据公开的资料，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度看，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处于低发期，分别为每年０８７万起

和１万起，参与者达数十万人；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为高发期，从每年３２万起增加到７１万起，参与者曾

多至一年３７０万人；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进入稳定期，每年仍有２至３万起左右。

近年来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如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吉林通钢事件等，频繁地进入政府、

公众的视野，并引发了对公共管理、危机传播、舆情预警等社科领域研究者的关注。其中因与征地补

偿、强拆和上访等民众利害相关联的个体抗争或悲剧，如重庆最牛钉子户、江西宜黄自焚、浙江钱云

会之死等事件，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应该说，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风险控制和突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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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应对能力，也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但是，社会风险并未解除，公共管理与维稳的压力仍在上升。另

一方面，群体性突发事件传播扩散的规律，也由于不断积累而更为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群体性事件可以定义为一种特殊的侵犯行为，是由一个群体在聚集过程中

或之后，对于公共秩序、公共财物或他人实施袭击行动，通常会造成一定的破坏性后果。

而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从情境和条件因素看，第一种可能是物理环境引发的，比如天气炎热、

过度拥挤、噪音很大等，可能导致对侵犯行为失去抑制力，如足球流氓的闹事。有研究表明，现场只

要有悲情、口号和火光等因素的叠加，群众攻击性场面就容易出现。第二种是文化影响造成的，比如

好斗的群体之间发生的攻击行为。第三种是社会弱势诱致的，即弱势群体可能会以侵犯行为来对其社

会地位作出回应，或报复。［１］因此，综合第一、三类因素，弱势人群的聚集，很可能会导致群体性事件

的发生，这符合我国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内在特征。

社会弱势人群之所以用非理性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诉求，往往源自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如果一个群

体在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时，感到自己正在被不公正地弱势化，并认为自己很难通过合法途径改善这

种境遇，他们就可能代之以侵犯行为。

我国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在财富占有方面的差距，已经达到了悬殊的地步。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

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０２４—０３６之间，而我国２００９年的基尼系数高达０４７，在所公布的１３５个国

家中名列第３６位，说明贫富差距已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和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在逼近社会容忍的 “红

线”。在互联网上，网民对于 “富二代”、“官二代”的普遍的嘲弄和揶揄，反映了民众对于社会差距

有着深刻的认知并且是相当不满的。

在每一起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几乎都隐藏着一个因果链条：即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某种酝酿发酵

已久的社会意见、态度或情绪，已接近或者达到了临界阈值点。中国科学院牛文元在研究中国社会稳

定预警问题时，曾借用物理学的概念，提出社会燃烧理论。具体对群体性事件而言，“燃烧物质”是不

平衡性主导的社会矛盾的累积，“助燃剂”是不对称性主导的社会心理和舆情民意，导火索则是突发性

主导的具体冲突。［２］可见舆情民意中蕴藏的不满情绪既是社会矛盾累积的结果，也是这些矛盾可能进一

步激化的指示器。

二、作为突发事件 “助燃剂”的网络舆情的群体心理特性

所谓舆情，指的是民众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对社会事件或社会现象的意见、态度或个体与社会情绪

的生成、表达和传播。网络舆情即是民众透过互联网平台的态度或情绪表达。

从总体上看，在许多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前、之中和之后，都有大量的网络舆情相伴随。

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成员，相互之间未必具有亲密的社会关系，更多的是由于同处一个地域，同属一

个社会阶层，或仅仅由于共同在场，因而更多地具有群体的特征。同样，在与群体性事件相关的网络

舆情中，也可发现类似的群体动力学过程，见图１。

（一）群体认同与群体比较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们对自我的认知中，包含了 “个体我”、“关系我”和 “集体我”三类

自我，“集体我”反映了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成员资格。通过自我分类，一个社会化的个体总是自我归

类于一个以上的群体。实验证实，哪怕是一个最为简单的 “贴标签”式的群体归类，都会导致很多个

体将群体间的差异性夸大，而将群体内部的相似性夸大，因而一方面可能强化个体对群体的认同，另

一方面又会促成对别的群体的偏见，比如歧视或仇恨。因此，弱势人群在心理上所感知到的相对剥夺

感，可能比实际的落差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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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网络与现实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学过程示意图

当个体与一个群体存在某种联系时，就可能打上了有形或无形的属于这一群体的标签。２００９年出

现的一次 “跨省追捕”事件即是一例。远在上海的青年王帅，发帖举报家乡违法征地，先遭追捕后来

恢复了名誉。在这里，大学毕业的王帅与其家乡的受害农民在无形中属于同一群体。

（二）群体极化与群体迷思

“群体极化”现象是指 “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讨论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

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３］网络舆情中的群体极化相当普遍。［４］

群体极化现象有时可带来正面的影响，比如巩固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比如

当利益群体基于自身利益出发而形成的利益观念具有一定的褊狭性时，在一定条件下，会引发群体突

破制度边界寻求额外利益的行为，从而威胁到社会秩序的稳定。［５］在极端的情况下，群体做出最差的决

策时，就出现了群体迷思。

（三）削弱社会控制

处于群体中的个体，由于责任分担机制，而更可能将自己看成是一个相对匿名的群体成员，容易出

现去抑制现象，如丧失羞耻感或罪恶感，导致放纵那些通常可以避免的越轨和攻击行为。例如网络上

肆无忌惮的谩骂、“人肉搜索”、黑客、病毒传播等行为，呈现一定的暴力色彩。

在一些恶性事件例如２００８年拉萨 “３·１４事件”、２００９年新疆 “７·５事件”中，打砸抢烧行为的

发生，与一些别有用心的群体的去个体化、去人性化、去合法化等削弱社会控制的群体心理机制有一

定的关联。

（四）社会侵犯

在群体的动力学演化中，一些负面的心理能量逐渐累积，而且容易被放大，导致发生侵犯行为。例

如，挫折感被放大，促发暴力；愤怒的情绪聚积起来，需要宣泄；一旦出现导火索，可能一点就着；

或者兴奋过头，需要转移焦点，等等。这些社会侵犯行为，都留下了群体心理的轨迹。

近年来，无直接利害冲突的，或者说 “个体诱发型”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这些事件的起因只

是源于一个个体矛盾，但却酿成了大规模冲突。例如２００５年的安徽池州事件中，一个孩子用石块划了

一位老板的汽车，老板生气打了孩子。一个简单的纠纷，却导致上万人参与，发生打砸行为，反映了

群体在特定条件下经历一系列心理过程后导致了行为上的巨大的变异，也表明了局部地区的社会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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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出现了恶化的迹象。

三、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监测与预警

在群体性事件中，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作为传播和舆论平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６］根据它们

发挥作用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作为社会动员的传播工具发挥作用。有一部分群体性事件，可称为新媒体动员型，如厦门

百万市民要求 ＰＸ项目迁建、上海市民集体 “散步”反对西延磁悬浮、学生罢餐、反日游行等，这一类

多见于市民群体，主要通过网络或手机短信等传播手段发起。这一类舆情，由于行动的突然性，不容

易监测和预警。

第二类，为群体性事件提供某种精神和心理氛围。这一类舆情是可以监测和预警的，但缺点是它们

的预测力比较弱，不太容易对某一次群体性事件进行指向性明确的判别。

例如，有一部分群体性事件，在社会动员上是口耳相传型，多见于农民、工人群体，如２０１０年安

徽太和县李兴镇发生宗族势力械斗，有近百人参与；苏州通安镇村民因对拆迁补偿问题不满，数万人

聚集而堵塞国道。对于这些事件，很难确定网络舆情所发挥的特定作用。

尽管如此，舆情预警研究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仅就直觉而言，人们从网民对事件的 “标签化”

中，从 “人肉搜索”中，从对个体性事件的群体极化评论中，都可以发现一些端倪。计算机舆情采集，

也可以提供大量有价值信息。

长期以来，对网络舆情的发现和确认，使用的是人工为主、机器为辅的方法，由专职人员在网络上

查看、搜寻网民关注的热点，但是这种方法效率较低。

由于群体性事件的巨大影响，吸引了公共管理、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对舆情的研究注意力。计算机

软件业、公关和信息咨询业的一些研究机构和经营实体，也对舆情研究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国内外对

于网络舆情自动采集的技术手段已逐步成熟。

计算机舆情监测系统，通过网络爬虫或元搜索，采集 ＢＢＳ、博客等网络信息，经过格式转换、去噪

消重对数据作清理和统计后，再根据与特定舆情信息直接相关的总帖文数、参与讨论的群体规模、浏

览及评论数、发言时间密集度、信息源权威度等参数，识别敏感话题，追踪热点事件，并基于时间序

列对舆情态势作出分析，形成信息简报，分等级实时预警。现实中，我国已在尝试按蓝、黄、橙、红

等不同等级作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也有人呼吁舆情预警分成四级。

目前，已有学者在探索舆情发生和衰变的规律。有的提出 “黄金４小时”原则，认为对群体性事

件的处置在已发生４小时内最为有效。也有的提出 “黄金２４小时”原则。有的研究提出关于某一事件

的主帖、博文８０％以上的浏览量中回复占８％以上即进入警戒线。还有学者提出７５％的重大新闻事件

在报道后的第２—４天网络关注度才最大。虽然存在争议，研究也在逐渐推进。

不过，依靠计算机实现的对网络舆情的智能评价技术，亦即文本倾向性分析技术，目前尚不尽如人

意，尤其是对于文本的隐性意指，以及对于专业性比较强的文本，评价准确性较低，有时不如人工评

价，依托计算机的分析与预警功能仍有待提高。

事实上，许多偶发因素在左右着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舆情预警的准确

性。当然，就像天气预报一样，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群体性事件发生概率作出预警是有可能的。

四、舆情应对 “双刃剑”慎入民意攻防战误区

舆情预警属于社会预警体系的一部分。美国行政学家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 《改革政府》

一书中，提倡有预见的政府应遵循预防而不是治疗的原则。所谓最好的应急管理是避免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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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在危机即将到来之前作出预警和预案并采取行动。当然，可选策略集还包括在危机远远没有到

来之前就未雨绸缪。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舆情预警研究成果的使用，其实是一柄 “双刃剑”。例如，相关部门在获得一

个较完善的预警系统后，是否会增加了对硬性控制不稳定因素的期望值，因而忽略了其他策略集的关

注呢？会不会锚定了自己作为突发事件处置者的角色，因而忽略了作为事件相关方的民众，也应该享

有知情权、参与权等作为公共治理主体的权利呢？

群体性事件的燃烧物质，常常是直接的利益冲突，如城管之于小商贩、拆迁之于原住户。我国当下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交织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

期和风险高发期。直接的、间接的利害冲突几乎无处不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保、分配、腐

败、征地拆迁、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等热点领域不断积聚能量，还有一系列天灾人祸给民众的内心带

来颠簸和震动。这些都是群体性事件的温床。

在广播式媒体占主导的时代，社会矛盾往往是物理隔断的，群体与群体之间很难进行社会情绪的

传染，波及面较小。在网络时代，新媒体以其快速、海量、相对开放和互动性强的优势，成为孕育社

会舆论的重要阵地之一，也成为民众寻找群体归属，感知群体差距和观察社会有机体健康程度的一面

哈哈镜，局部冲突易被放大，网上网下相互感染，“网络群体性事件”与现实群体性事件相互交叉，甚

至出现 “网下冒烟网上燃烧”的现象。而社会安全阀机制的缺失，也常常使 “助燃剂”的功能得以膨

胀，直至一触即发的危境。

但是，正如治水，堵不如疏。预警是为了应急，却不能仅仅是为了应急。预警虽好，备而不用更可

能是社会和谐的一个标志。虽然说群体性事件与舆情是高度相关的，群体性事件的真正解决，要靠对

民众的利益维护和上下的民主协商，要靠建构民众对于社会的更广泛的认同，要靠引导民众的亲社会

行为，以免陷入 “越维越不稳”的怪圈。

舆情疏导需要讲求技巧。除了加大主流网站的引导力度，发挥舆论领袖的作用，运用合力打造主流

舆论外，还可以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强化网下群体归属感对舆情工作的支持，比如动员社区居民开

展文体活动，凝聚人心安定秩序；开通市民学校，提高民众的参与感；改善人际关系，营造邻里相亲

相近的精神氛围等，以增强舆情疏导功能。

总之，网络舆情可以监测，可以了解和掌握，却不宜倡导实施严格的监控。舆情研究的最终落脚

点，应该是对民意本身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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